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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分别于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在

上海、 武汉、 沈阳、 福州和西安这五个城市所展开的劳动力调查数据， 运用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

分析对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研究结果表明， 从农民工子女的个人

特征方面来看， 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 其跟随父母迁移到城市的可能性会呈现出下降的

趋势。 同时， 学龄子女随迁而非留守的可能性会明显低于学龄前子女， 且以初中适龄阶

段的子女尤甚。 从估计结果中也可以看出， 若是老家有祖父 （母）， 则农民工子女随迁

的可能性就会下降。 此外， 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的生活年限对于其子女随迁与否也具有

显著影响。 随着户主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增长， 其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会呈现出上升的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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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人口迁

移的规模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 进城务工农民工群体的数量不断增加， 人口流动方

式也在经历着一系列的改变。

一方面， 随着农民工群体外出务工时间的增长、 在流入地物质资本的积累以及城

市生活水平的提高，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对家庭生活的需求也在逐步上升， 农村劳

动力流动的 “家庭化” 趋势日益明显， 这也使得受父母进城务工影响而流入到城市的

农民工子女的数量不断增加。 在家庭化的迁移模式下， 对于农民工家庭的未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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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他们在流入地的生活往往会得到相对较好的照顾。 此外， 由于流出地的劳动力

向城市的大量迁出， 使得在农村老家能够照顾未成年子女的留守成员， 其 “数量” 和

“质量” 都相对有限。 出于亲情和为了能够让子女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以及对子女未来

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 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群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往往也会倾

向于把子女带在身边一同生活。
而另一方面， 由于举家迁移的成本较高， 再加上城乡管理体系的分割， 进城务工

的农民工群体及其子女在流入地城市很难享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 仍有很多流动人口

因为无力解决其子女在城市的生活和就学问题而只能选择把子女留在农村老家。 根据

中国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推算，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大约有

６１０２􀆰 ５５ 万， 占全国农村儿童总数的 ３７􀆰 ７％ ， 在全国儿童的规模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为

２１􀆰 ８８％ 。 在农村的留守儿童中， 父母双方都外出的留守儿童所占比例达到了 ４６􀆰 ７４％ ，
其中有 ３􀆰 ３７％ （约 ２０５􀆰 ７ 万） 的留守儿童是没有同住的监护人而单独居住在农村老家

的 （全国妇联课题组， ２０１３）。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与进城务工的父母分离而被留在农村老家的留守儿童的数量

在持续增长， 而儿童留守所引发的问题也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相关研

究表明， 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相应的鼓励， 相当部分的留守儿童存在学习动力不

足、 纪律散漫的问题， 学习成绩普遍较为一般 （王艳波、 吴新林， ２００３； 叶敬忠

等， ２００６； 刘明华等， ２００８） 。 而且， 由于在生活上所受的关怀不足以及家庭照料

的缺失， 父母外出也会对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带来种种不利影响 （李强、 臧文斌，
２０１０） 。 此外， 由于父母不在身边所导致的亲子关系不融洽， 往往也会引发留守儿

童的心理问题。 不少研究发现， 农村留守儿童在状态焦虑水平上要明显高于非留守

儿童， 而且也比较容易出现感情脆弱的倾向， 同时人际关系紧张、 自我控制能力

差、 迷恋网吧等现象也比一般儿童严重 （林宏， ２００３； 王东宇、 林宏， ２００３； 黄应

圣、 刘桂平， ２００４； 王玉琼等， ２００５； 郑显亮、 张杰， ２００７； 刘正奎等， ２００７； 袭

开国， ２００８） 。
根据是否跟随进城务工的父母迁移到流入地城市， 可将农民工子女划分为与父母

同在城市生活的随迁子女和仍然居住在农村老家的留守子女这两个群体。 要保障农民

工子女在流入地能够获得稳定的公共资源的支持， 要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离开父母成长

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首先要回答的是，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农民工群体携带子女进入

城市， 又是什么原因使农民工子女留在农村； 在进行这种迁移决策的时候， 农民工家

庭所关注的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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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从农民工的家庭层面出发， 通过对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的选择及其影响因

素所展开的分析和考察， 来尝试探讨和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趋势与迁移规律， 为切

实维护农民工子女的相关权益提供现实依据。

为此， 本文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分别于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在上海、 武汉、 沈阳、 福州和西安这五个城市展开的劳动力调查数据， 运用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
归分析对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分析农民工家庭在安排子女随迁

过程中的驱动力和阻碍力， 以阐述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

二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来源和概念界定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 数据库， 该调查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组织实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分别

于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以及 ２０１０ 年进行了三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城市本地人口家庭

和外来人口家庭是利用国家统计局在相应城市的人口样本框、 采用多阶段整群概率抽

样的方法选取的。 其中 ＣＵＬＳ 第一轮调查包括上海、 武汉、 沈阳、 福州和西安这五个城

市； 第二轮调查除了包括以上五大城市之外， 对于迁移劳动力还调查了大庆、 无锡、
宜昌、 本溪、 珠海、 宝鸡和深圳这七个中等城市； 第三轮调查则包括了上海、 武汉、
沈阳、 福州、 西安和广州这六个城市。 本文选取了第一轮和第三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

查的数据样本进行研究， 为了纵向观察和保持一致性， 本文只保留在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这两轮调查中都出现的城市， 即上海、 武汉、 沈阳、 福州和西安这五个城市来进行

分析。

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中所包含的外来流动人口， 有的为农业户口， 有的为非农业

户口。 本文只分析户主、 配偶及其子女均为农业户口的外来流动人口家庭 （配偶不在

本户， 但户主本人的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的情况也包含在内）， 或称之为农民工家庭。
本文将农民工家庭的随迁子女和留守子女界定为尚未达到最低法定劳动年龄的人口，
即选取子女年龄在 １５ 周岁及以下的样本进行考察。 在以下的分析中， 本文将与被调查

农民工家庭同在一户或者同在一个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定义为随迁子女； 而将留在农村

老家的农民工子女定义为留守子女。
（二） 对农民工子女随迁的选择性度量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这两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混合横截面数据中， 符合随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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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以及留守子女定义、 且年龄在 ０ ～ １５ 岁之间的农民工子女的数量为 ２２６７ 人。 在这

些农民工子女中， 男孩占 ５８􀆰 ４０％ ， 女孩占 ４１􀆰 ６０％ ， 随迁子女的平均年龄为 ７􀆰 ３５
岁 （标准差为 ４􀆰 ４９ 岁）， 留守子女的平均年龄为 ８􀆰 ５０ 岁 （标准差为 ４􀆰 ２４ 岁）。 如果

按照学龄前以及接受小学和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的适龄情况来加以划分， 可将 ０ ～ １５
岁农民工子女划分为以下三个年龄组， 即 ０ ～ ５ 岁组的学龄前人口， ６ ～ １１ 岁组的小

学适龄人口， 以及 １２ ～ １５ 岁组的初中适龄人口。 在农民工家庭的随迁子女中， 学龄

前人口所占的比例为 ３８􀆰 ７５％ （其中男孩占 ５８􀆰 ７３％ ， 女孩占 ４１􀆰 ２７％ ）， 小学适龄人

口的比例为 ３８􀆰 １８％ （其中男孩占 ５９􀆰 ４４％ ， 女孩占 ４０􀆰 ５６％ ）， 初中适龄人口的比例

为 ２３􀆰 ０７％ （其中男孩占 ５６􀆰 ７１％ ， 女孩占 ４３􀆰 ２９％ ）； 农民工家庭的留守子女学龄前

人口所占的比例为 ２７􀆰 ４３％ （其中男孩占 ５５􀆰 ６９％ ， 女孩占 ４４􀆰 ３１％ ）， 小学适龄人口

的比例为 ４１􀆰 ８６％ （其中男孩占 ６０􀆰 ８９％ ， 女孩占 ３９􀆰 １１％ ）， 初中适龄人口的比例为

３０􀆰 ７２％ （其中男孩占 ５６􀆰 ８７％ ， 女孩占 ４３􀆰 １３％ ）。 在随迁子女中， 独生子女占

４９􀆰 ２４％ ， 有 １ 个兄弟姊妹的随迁子女占 ４４􀆰 ６３％ ， 有 ２ 个及以上兄弟姊妹的随迁子

女占 ６􀆰 １３％ ； 而在留守子女中， 独生子女的比例为 ４３􀆰 ８０％ ， 拥有 １ 个兄弟姊妹的比

例为 ４７􀆰 ５１％ ， 拥有 ２ 个及以上兄弟姊妹的比例为 ８􀆰 ６９％ 。 在 ０ ～ １５ 岁农民工子女

中， 男孩为独生子女的比例明显高于女孩， 但拥有两个及以上兄弟姊妹的比例低于

女孩。
为了度量农民工家庭中父 （母） 亲的个人特征对子女随迁的影响， 参照杨舸等

（２０１１） 对选择性指数的构建， 现通过以下指数来对农民工子女随迁的选择性进行

衡量：

Ｙｉ ＝

具备某特征的有 ０ ～ １５ 岁随迁子女的父（母） 亲人数
有 ０ ～ １５ 岁随迁子女的父（母） 亲总数

具备某特征的有 ０ ～ １５ 岁留守子女的父（母） 亲人数
有 ０ ～ １５ 岁留守子女的父（母） 亲总数

（１）

若 Ｙｉ ＝ １， 表明子女随迁对这一特征无选择性； 若 Ｙｉ ＞ １， 表明子女随迁对这一特

征有正的选择性； 若 Ｙｉ ＜ １， 表明子女随迁对这一特征有负的选择性。
２００１ 年第一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１） 和 ２０１０ 年第三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

查 （ＣＵＬＳ３） 的问卷在结构和项目设置上存在一些不同之处。 为了能够将这两轮调查

的结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 在进行统计性描述时， 需要将这两轮调查的项目调整到相

同的变量设置准则下进行研究。 而在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这两轮调查数据所构成的样本

中， 作为父 （母） 亲的农民工群体在各项指标上的选择性指数如表 １ 所示， 从而可以

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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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有子女随迁的农民工家庭的户主及配偶与有子女留守的农民工家庭的户主

及配偶在年龄上差异不大。 由表 １ 可知， 有子女随迁的父亲的平均年龄与有子女留守

的父亲的平均年龄非常接近， 母亲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第二，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家庭的户主及配偶， 带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也会越

大。 从表 １ 的结果可以看出， 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相应的选择性指数越大；

拥有初中、 高中①、 大专及以上②学历的农民工， 其选择性指数明显比小学学历或没上

过学的农民工更高。 这说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父 （母） 亲会更倾向于安排子女随

迁。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较高， 相应地

也更加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 会更倾向于把孩子带到城市上学并亲自承担起对子

女的教育责任； 其二，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可能收入状况也会相对较好， 在经济

实力上也更有条件安排子女随迁。

第三， 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家庭的户主及配偶， 越倾向于安排子女随迁。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作为父 （母） 亲的农民工群体， 有子女随迁的父亲的平均月收

入明显高于有子女留守的， 母亲的情况也是如此。 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该农

民工家庭能否负担得起子女在流入地的生活开销， 是影响子女随迁与否的重要因

素之一。

第四， 从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来看， 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从业者较少安排子女随迁，

其中从事建筑行业的父 （母） 亲安排子女随迁的可能性最小。 这可能是因为从事建筑

行业的农民工群体就其工作性质来说， 不仅工作强度大而且工作环境和住宿条件等也

都相对不那么理想， 这些都不利于将子女带在身边一起生活。 而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

往往也因为要工作在高强度的生产流水线上， 从而照看子女的精力和条件也都不那么

充分。

作为父亲的农民工群体， 在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以及社会服务业中的从业人员

数量最多， 两者之和达到了 ６０％以上， 并且这两个行业的选择性指数都大于 １， 这可能

与这两个行业从业者的工作时间相对灵活有关。

从表 １ 的结果还可以看出， 在作为母亲的农民工群体中， 有相当一部分有子女

随迁的女性是没有工作的。 而在这些不在业的有子女随迁的母亲中， 有将近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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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的人不工作的原因是因为要操持家务。 也就是说， 为了把孩子带在身边照料， 相

当一部分的农民工家庭中， 其随迁子女的母亲得退出劳动力市场成为全职家庭主

妇。
第五， 从工作单位类型来看， 在个体和私营企业就职的农民工群体， 不论男女，

其子女随迁的比例都相对较高 （有子女随迁的农民工群体，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在私

营企业就职， 包括干个体户的比例， 都超过了 ８５％ ）。 究其原因， 可能是因为干个体户

或者在私营企业中就职， 一方面会有较好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工作的灵活性也相对

较强， 可以为把子女带到流入地城市共同生活提供保障。
第六， 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分东、 中、 西部三个地区的标准①， 就户籍所在地的

类型而言， 农民工子女的父 （母） 亲来自中部地区的流动者所占的比例最高， 其次

为东部地区， 再次为西部地区。 此外， 从表 １ 中还可以看出，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

性， 有子女随迁的农民工群体都比有子女留守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生活的年限更

长。 也就是说， 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越长， 农民工家庭带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也就越

大。 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群体迁移到流入地城市之后， 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

在流入地安定下来， 在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之后， 才更有条件安排子女随

迁。
通过对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这两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混合横截面数据样本所进行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作为父 （母） 亲的农民工群体的个人因素、 经济状况、
户籍所在地类型、 在流入地的生活年限等， 都会对是否安排子女随迁产生影响。 作为

父 （母） 亲的农民工群体， 其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安排子女随迁。 从男性农民

工群体从事的行业来看， 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的从业者、 社会服务业的从业者以及

在金融业、 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等其他行业工作的从业者， 安排子女随迁的可能性更高；

而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男性， 带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从女性群体来看， 有

相当一部分有子女随迁的母亲是没有工作的。 也就是说， 为了把孩子带在身边照料，
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家庭中， 其随迁子女的母亲得退出劳动力市场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就户籍所在地类型而言， 来自中部地区的农民工群体所占比例最高， 其次为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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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使用的区域划分方式为国家统计局对东、 中、 西部的划分方式， 其中， 东部地区包括北

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１１ 个省 （市）； 中部

地区包括山西、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８ 个省；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

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１２ 个省 （市、
自治区）。



再次为西部地区。 此外， 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生活的年限越长， 其子女随迁的可能性

越大。

表 １　 作为父 （母） 亲的农民工群体在各项指标上的选择性指数

指标

父亲 母亲

有随迁

子女

有留守

子女

选择性

指数

有随迁

子女

有留守

子女

选择性

指数

年龄（岁） 均值 ３３􀆰 ６０ ３３􀆰 ３０ ３１􀆰 ９１ ３１􀆰 ８８

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 １４􀆰 ３１ ２２􀆰 ３２ ０􀆰 ６４ ２５􀆰 ３１ ３４􀆰 ４９ ０􀆰 ７３

初中 ５８􀆰 ４０ ５６􀆰 ２３ １􀆰 ０４ ５９􀆰 ６４ ５５􀆰 ２２ １􀆰 ０８

高中 ２３􀆰 ６３ １９􀆰 ８５ １􀆰 １９ １３􀆰 ２３ ９􀆰 ２９ １􀆰 ４２

大专及以上 ３􀆰 ６６ １􀆰 ６０ ２􀆰 ２９ １􀆰 ８２ １􀆰 ００ １􀆰 ８２

收入（元 ／ 月） 均值 ２１０４􀆰 ４０ １５０７􀆰 １１ １６０９􀆰 ８９ １２６８􀆰 ６３

行业分布（％ ）

不在业 ２􀆰 ００ ４􀆰 ６８ ０􀆰 ４３ ２３􀆰 ２０ １０􀆰 ２５ ２􀆰 ２６

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 ４４􀆰 ２２ ３７􀆰 １９ １􀆰 １９ ４１􀆰 ９５ ４６􀆰 ９４ ０􀆰 ８９

社会服务业 ２５􀆰 ６０ ２３􀆰 ４０ １􀆰 ０９ ２２􀆰 ４６ ２２􀆰 ３１ １􀆰 ０１

制造业 ６􀆰 ５７ ８􀆰 ６２ ０􀆰 ７６ ４􀆰 ８７ ７􀆰 ４４ ０􀆰 ６５

建筑业 ７􀆰 ６５ １２􀆰 ３２ ０􀆰 ６２ １􀆰 ０７ ２􀆰 ３１ ０􀆰 ４６

其他行业 １３􀆰 ９７ １３􀆰 ７９ １􀆰 ０１ ６􀆰 ４４ １０􀆰 ７４ ０􀆰 ６０

工作单位类型（％ ）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５􀆰 ５６ ９􀆰 ５１ ０􀆰 ５８ ４􀆰 １６ ６􀆰 ３３ ０􀆰 ６６

国有和集体企业 ５􀆰 ６６ ９􀆰 ６９ ０􀆰 ５８ ５􀆰 ５０ ６􀆰 ３３ ０􀆰 ８７

个体和私营企业 ８６􀆰 ２２ ７６􀆰 ４２ １􀆰 １３ ８７􀆰 ６５ ８３􀆰 ２９ １􀆰 ０５

外资和合资企业 ２􀆰 ５６ ４􀆰 ３９ ０􀆰 ５８ ２􀆰 ６ ４􀆰 ０５ ０􀆰 ６６

户籍所在地（％ ）

东部地区 ３３􀆰 １３ ３８􀆰 ８４ ０􀆰 ８５ ３４􀆰 ５３ ３４􀆰 １１ １􀆰 ０１

中部地区 ４９􀆰 ４３ ４２􀆰 ７１ １􀆰 １６ ４６􀆰 ９５ ４８􀆰 ２６ ０􀆰 ９７

西部地区 １７􀆰 ４５ １８􀆰 ４５ ０􀆰 ９５ １８􀆰 ５３ １７􀆰 ６３ １􀆰 ０５

在流入地的

生活年限（年）
均值 ８􀆰 ９４ ６􀆰 ６１ ８􀆰 ４４ ５􀆰 ７３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由于影响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交织的因果关系， 那么，
在诸多关于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的影响因素中， 哪些因素所起的作用会更强一些？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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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 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况下， 哪些因素的作用效果在统计上依旧是显著的？

为了更加清晰地反映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的影响因素， 下文将运用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对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这两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数据样本进行考察， 进一步探究各变量的作

用效果及其相对重要性。

三　 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

通过对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这两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的分析可知， 样本中符合

条件的有 ０ ～ １５ 岁随迁子女的农民工家庭的数量为 １２３８ 户， ０ ～ １５ 岁随迁子女的数量

为 １５８２ 人； 与随迁子女相对应的是留守子女， 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家庭中， ９２４ 户农

民工家庭有 ０ ～ １５ 岁的留守子女， ０ ～ １５ 岁留守子女的数量为 １１８５ 人。 在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样本中， 符合条件的 ０ ～ １５ 岁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共计

２７６７ 人。

在对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影响因素进行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分析时， 有关自变量的选取主

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子女个人特征； 第二， 父 （母） 亲及家庭特征； 第三，

户主的流动状况。 在 “子女个人特征” 方面， 除了通过 “子女性别” 这一变量来考察

农民工家庭在其子女随迁与否的决策中是否会存在性别偏好之外， 有关子女年龄对于

随迁决策的影响， 将分别采用 “子女年龄” 和 “子女接受教育的适龄情况”① 这两组

变量来加以考察； 其中 “子女年龄” 这一变量主要是用来分析年龄的增长对农民工子

女随迁概率所产生的边际影响， 而 “子女接受教育的适龄情况” 这一变量， 则是用来

考察农民工子女所处的不同学龄阶段会对其随迁的可能性造成怎样的影响。 “父 （母）

亲及家庭特征” 包括了 “父 （母） 亲年龄”②， “父 （母） 亲年龄的平方项”，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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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 “子女接受教育的适龄情况” 这一变量的构造依据了以下规则： 将 ０ ～ ５ 岁的农民工子女

划分为学龄前子女； 将 ６ ～ １１ 岁的农民工子女划分为小学适龄子女； 将 １２ ～ １５ 岁的农民工

子女划分为初中适龄子女。
对 “父 （母） 亲年龄” 这一变量的构造依据了以下规则： 父母双方都在流入地打工的子女，
其 “父 （母） 亲年龄” 等于双亲年龄的均值； 只有父亲或母亲一方在流入地打工的子女，
其 “父 （母） 亲年龄” 等于这个在流入地打工的父亲或母亲的年龄。



（母） 亲受教育程度”①， 以及 “祖父 （母） 是否在老家”② 这四个变量。 “户主的流动

状况” 则包括了 “户主户籍所在地”、 “户主在流入地的生活年限” 以及 “流入地” 这

三个变量。 在逐步引入以上三个方面的自变量进行回归的同时， 也在每次的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

归分析中都加入数据的 “调查时间” 这一变量， 以此来考察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这两轮

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样本在关于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影响因素的问题上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

通过将以上三个方面的变量逐步引入到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中， 可以进一步考察在控制了

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 哪些变量对农民工子女随迁决策的影响在统计上依旧是显著

的。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关于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的 ０ － １ 变量， 在满足条件的 ０ ～

１５ 岁农民工子女样本中， 若该子女是与被调查农民工家庭同在一户或者同在一个城市

的农民工子女 （即该子女是随迁子女）， 则取值为 １； 与之相对的， 若该子女留在了农

村老家 （即该子女是留守子女）， 则取值为 ０。 关于模型中所包含的自变量及其定义，

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影响因素模型中所包含的自变量解释

变量 类型 定义

子女性别 离散变量 男性和女性

子女年龄 连续变量 子女的年龄

子女接受教育的适龄情况 离散变量

按照学龄前以及接受小学和初中阶段义务教育的适龄情况，可将子女划

分为以下三个年龄组：“０ ～ ５ 岁学龄前子女”、“６ ～ １１ 岁小学适龄子

女”、“１２ ～ １５ 岁初中适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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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于父母双方接受教育的程度可能会差异较大， 所以对于双方都在流入地打工的这种情况如

果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拿来平均， 而对于只有一方在流入地打工的这种情况只采纳父亲或母

亲一方受教育程度的话， 这样的计算方法可能会导致较大偏差。 因此， 对 “父 （母） 亲受

教育程度” 这一变量的构造所采用的方法是， 如果父母双方都在流入地打工， 其子女的

“父 （母） 亲受教育程度” 等于双亲中受教育程度较高者， 如果只有父亲或母亲一方在流入

地打工的， 其子女的 “父 （母） 亲受教育程度” 等于在流入地打工的父亲或母亲的受教育

程度。
对 “祖父 （母） 是否在老家” 这一变量的构造依据了以下规则： 若农民工家庭户主

的父母有任何一方居住在农村老家， 就表示农民工家庭的子女在老家是有祖父 （母）
的。



续表

变量 类型 定义

父（母）亲年龄 连续变量

若父母都在流入地打工，则“父（母）亲年龄”等于父亲和母亲两者年龄

的均值；若只有父亲或母亲一方在流入地打工，则“父（母）亲年龄”等于

在流入地打工的那一方的父亲或母亲的年龄

父（母）亲年龄的平方项 连续变量 父（母）亲年龄的平方项

父（母）亲受教育程度 离散变量

“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
专及以上”。 若父母都在流入地打工，则“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以父母

双方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那一方为准；若只有父亲或母亲一方在流入地

打工，则“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以在流入地打工的那一方的受教育程

度为准。

祖父（母）是否在老家 离散变量 老家有祖父（母） ＝ １；否则 ＝ ０

户主户籍所在地 离散变量 “户主户籍所在地”类型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

户主在流入地的生活年限 连续变量 户主在流入地的生活年限

调查年份 离散变量 调查年份分别为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四　 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影响因素模型的回归结果

在进行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分析之后， 所得到的系数值就是各个自变量的边际效应。 将

“子女个人特征”、 “父 （母） 亲及家庭特征”、 “户主的流动状况” 这三个方面的影响

因素逐步纳入回归模型， 对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综合表 ３ 中农民工子女随迁影响因素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分析的 ６ 次拟

合结果，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随着年龄的增长， 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可能性是呈下降趋势的， 从表 ３ 中模

型三的回归结果可知， 年龄每增加一岁， 农民工子女随迁的概率会下降大约 ２􀆰 ２２％ 。
如果从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适龄情况来考察年龄因素对其随迁概率的影响， 如

表 ３ 中模型四到模型六的回归结果所示， 就学问题是影响农民工子女能否跟随父母到

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对于初中适龄阶段的子女来说。 与学龄前的子女相比，
小学适龄阶段的子女和初中适龄阶段的子女， 其随迁的可能性均明显降低。 从表 ３ 中

的模型六可以看出， 小学适龄阶段子女随迁而非留守的可能性相比于学龄前子女大约

下降 １０􀆰 ６０％ ， 而初中适龄阶段的子女相比于学龄前子女， 其随迁的可能性则下降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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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９０％ 。 相比之下， 从表 ３ 中的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 子女的性别因素对于其随迁还

是留守没有显著影响。 也就是说， 并没有发现农民工群体在关于其子女是随迁还是留

守的决策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
其次， 父 （母） 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越倾向于安排子女随迁。 如表 ３ 中模型六

的估计结果所示， 相较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父 （母） 亲， 受教育程度为初中

的父 （母） 亲安排子女随迁的可能性大约提高 ８􀆰 ３９％ ， 受教育程度为高中的父 （母）
亲安排子女随迁的可能性大约提高 ９􀆰 ６１％ ， 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父 （母） 亲安

排子女随迁的可能性大约提高 １６􀆰 ６０％ ， 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再次， 祖父 （母） 是否在老家， 对于农民工子女的随迁与否也具有显著影响。 农

民工家庭在面临子女随迁与否的决策时， 所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因素就是若子女

被留在农村老家， 是否有人照料。 由表 ３ 中模型六的估计结果可知， 祖父 （母） 居住

在农村老家会使得农民工子女随迁而非留守的可能性下降大约 １８􀆰 ９０％ 。 而老家有祖父

（母）， 则意味着农民工子女若被留在农村老家， 会有直系亲属可以对其加以照料， 因

此， 其留守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增加了。

此外， 随着农民工家庭的户主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增长， 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可能

性也会相应增加。 如表 ３ 中模型六的回归结果所示， 户主在流入地的生活年限每增加

一年， 子女随迁的可能性就会大约增加 ２􀆰 ０４ 个百分点。 显然，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群体而言， 都需要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 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之后， 才更

有条件安排子女随迁。
如果针对 “调查年份” 这一变量进行考察， 就会发现， 无论是在仅对 “子女个人

特征” 的变量进行回归的模型一或者是模型四中， 还是在逐步引入了 “父 （母） 亲及

家庭特征”、 “户主的流动状况” 这组变量的模型二、 模型五以及模型三和模型六中，
对于作为参照组的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０ 年的这一变量都是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的。 也就是说，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这两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样本情况， 在分析农民工子女随迁的选

择性及其影响因素时是存在显著差异的。
由于不同年份的调查在统计上是存在显著差异的， 那么接下来就将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这两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数据样本单独加以分析， 针对每一轮调查的数据来分

别进行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估计， 以考察在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这两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数

据样本中， 模型的实证结果有何差异。
在２００１ 年接受第一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１） 的农民工家庭中， ５８４ 个家

庭有 ０ ～ １５ 岁的随迁子女， 共 ７４５ 人； ６３６ 个家庭有 ０ ～ １５ 岁的留守子女， 共 ８４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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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 ０ ～ １５ 岁农民工子女的样本总数达到 １５９３ 人。 在针对 ＣＵＬＳ１ 的数据样本

所进行的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影响因素的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分析中， 自变量的设置与前文

一致， 依旧包括了 “子女个人特征”， “父 （母） 亲及家庭特征”， 以及 “户主的流动

状况” 这三个方面的信息。 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与解释均与前文中表 ２ 所示的内容相

同。 但由于这是只针对 ２００１ 年的调查数据所展开的估计， 因此无需纳入调查年份的

变量。

表 ３　 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影响因素的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分析

因变量参照组 ＝ 该子女留守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子女

个人

特征

子女性别（参照组 ＝ 男）

女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１９７）
－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２０２）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１９７）

－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２０２）

子女年龄
－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２２１∗∗∗

（０􀆰 ００３３）
－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０３４）

子女接受教育适龄情况

（参照组 ＝ 学龄前子女）

小学适龄子女
－ ０􀆰 ０８３３∗∗∗

（０􀆰 ０２２７）
－ ０􀆰 １０５０∗∗∗

（０􀆰 ０２６６）
－ ０􀆰 １０６０∗∗∗

（０􀆰 ０２７２）

初中适龄子女
－ ０􀆰 １５８０∗∗∗

（０􀆰 ０２５１）
－ ０􀆰 ２１１０∗∗∗

（０􀆰 ０３３７）
－ ０􀆰 ２０９０∗∗∗

（０􀆰 ０３４８）

父（母）亲
及家庭

特征

父（母）亲年龄
０􀆰 ０２２７

（０􀆰 ０１８２）
－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１８２）

－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１８６）

父（母）亲年龄的平方项
－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父（母）亲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 ＝ 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 １１２０∗∗∗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８３５∗∗∗

（０􀆰 ０２７８）
０􀆰 １１２０∗∗∗

（０􀆰 ０２６７）
０􀆰 ０８３９∗∗∗

（０􀆰 ０２７８）

高中
０􀆰 １２８０∗∗∗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９１５∗∗∗

（０􀆰 ０３１３）
０􀆰 １３３０∗∗∗

（０􀆰 ０２９４）
０􀆰 ０９６１∗∗∗

（０􀆰 ０３１２）

大专及以上
０􀆰 １６２０∗∗∗

（０􀆰 ０５８７）
０􀆰 １５５０∗∗

（０􀆰 ０６０８）
０􀆰 １７５０∗∗∗

（０􀆰 ０５７４）
０􀆰 １６６０∗∗∗

（０􀆰 ０５９４）

祖父（母）是否在老家
－ ０􀆰 １４１０∗∗∗

（０􀆰 ０２２７）
－ ０􀆰 １９００∗∗∗

（０􀆰 ０２４２）
－ ０􀆰 １４１０∗∗∗

（０􀆰 ０２２７）
－ ０􀆰 １８９０∗∗∗

（０􀆰 ０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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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参照组 ＝ 该子女留守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户主的

流动

状况

户主户籍所在地

（参照组 ＝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 ０􀆰 ０３１６
（０􀆰 ０２７１）

－ ０􀆰 ０３４４
（０􀆰 ０２７１）

西部地区
－ ０􀆰 ０５６０
（０􀆰 ０３５２）

－ ０􀆰 ０５７９∗

（０􀆰 ０３５２）

户主 在 流 入 地 的 生 活

年限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０２１）

流入地 （参照组 ＝ 上海

市）

武汉市
０􀆰 １９５０∗∗∗

（０􀆰 ０２８４）
０􀆰 １９５０∗∗∗

（０􀆰 ０２８４）

沈阳市
－ ０􀆰 １４５０∗∗∗

（０􀆰 ０４１６）
－ ０􀆰 １４４０∗∗∗

（０􀆰 ０４１５）

福州市
０􀆰 ０８２２∗∗∗

（０􀆰 ０３１１）
０􀆰 ０８２１∗∗∗

（０􀆰 ０３１１）

西安市
０􀆰 ０６９９∗∗

（０􀆰 ０３３５）
０􀆰 ０７１７∗∗

（０􀆰 ０３３４）

年份（参照组 ＝ ２００１ 年）
０􀆰 ２４４０∗∗∗

（０􀆰 ０１８３）
０􀆰 ２０１０∗∗∗

（０􀆰 ０２０１）
０􀆰 １８１０∗∗∗

（０􀆰 ０２１２）
０􀆰 ２４５０∗∗∗

（０􀆰 ０１８４）
０􀆰 ２０９０∗∗∗

（０􀆰 ０１９９）
０􀆰 １８９０∗∗∗

（０􀆰 ０２１１）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将以上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逐步纳入到 ２００１ 年 ＣＵＬＳ１ 数据样本的回归模型中， 估

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综合表 ４ 中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随着年龄的增长， 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如表 ４

中模型三的回归结果所示， 年龄每增长一岁， 农民工子女随迁的概率会下降大约

２􀆰 ７９％ 。 此外， 农民工子女所处的学龄阶段对于其是否随迁的影响效果也十分显著。
从表 ４ 中模型六的回归结果可知， 小学适龄子女随迁而非留守的可能性要比学龄前子

女下降大约 １３􀆰 １０％ ， 初中适龄子女随迁而非留守的可能性要比学龄前子女下降大约

２５􀆰 ６０％ 。 此外， 就 ２００１ 年的数据样本而言， 在回归结果中没有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性别

因素对随迁与否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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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相较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群体， 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或高中的农民工

子女的父 （母） 亲， 会更倾向于把子女带到城市生活。 如表 ４ 中的模型六所示， 受教

育程度为初中或高中的父 （母） 亲带子女随迁的概率大约要比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

下的父 （母） 亲分别上升 ９􀆰 ３１％和 １２􀆰 ４０％ ， 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同时， 祖父 （母） 是否在老家， 对于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随迁与否也具有显著影响。

由表 ４ 中模型六的估计结果可知， 老家有祖父 （母） 的农民工家庭， 其子女随迁而非

留守的可能性下降大约 １７􀆰 ５０％ 。

就农民工家庭的户主户籍所在地的类型而言， 来自西部地区的农民工群体， 带子

女随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由表 ４ 中模型六的估计结果可知， 来自西部地区的农民工

群体带子女随迁概率要比来自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群体下降大约 １２􀆰 ３０％ 。

此外， 作为户主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的生活年限， 对于其子女随迁与否也具有

显著的影响。 如表 ４ 中模型六的回归结果所示， 农民工家庭的户主在流入地的生活年

限每增长一年， 其安排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会相应提升约 １􀆰 ７９％ 。

同样地， 接下来利用 ２０１０ 年第三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３） 的数据样本，

通过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分析， 估计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及其重要性。 在

２０１０ 年接受第三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农民工家庭中， ６８４ 个家庭有 ０ ～ １５ 岁的随迁

子女， 共 ８３７ 人； ２８８ 个家庭有 ０ ～ １５ 岁的留守子女， 共 ３３７ 人。 符合条件的 ０ ～ １５ 岁

农民工子女的样本数总计 １１７４ 人。

在展开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估计时， 自变量依旧包括 “子女个人特征”、 “父 （母） 亲及家

庭特征”、 “户主的流动状况”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回归中的自变量及其相关定义规则

与表 ２ 所示的内容相同， 但不包括调查年份这一变量。 将以上三组变量逐步纳入到

２０１０ 年 ＣＵＬＳ３ 数据样本的回归模型中， 估计结果如表 ５ 所示。 综合表 ５ 中各模型的回

归结果，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表 ４　 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影响因素的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分析

因变量参照组 ＝ 该子女留守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子女

个人

特征

子女性别（参照组 ＝ 男）

女
－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２５５）

－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２５８）

－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２６７）

－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２５５）

－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２５８）

－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２６７）

子女年龄
－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０３０）
－ ０􀆰 ０２５８∗∗∗

（０􀆰 ００４６）
－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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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参照组 ＝ 该子女留守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子女

个人

特征

子女接受教育适龄情况

（参照组 ＝ 学龄前子女）

小学适龄子女
－ ０􀆰 ０９４３∗∗∗

（０􀆰 ０２９１）
－ ０􀆰 １１７０∗∗∗

（０􀆰 ０３５０）
－ ０􀆰 １３１０∗∗∗

（０􀆰 ０３６１）

初中适龄子女
－ ０􀆰 １９８０∗∗∗

（０􀆰 ０３１５）
－ ０􀆰 ２３７０∗∗∗

（０􀆰 ０４２２）
－ ０􀆰 ２５６０∗∗∗

（０􀆰 ０４３０）

父（母）亲
及家庭

特征

父（母）亲年龄
０􀆰 ０５８８∗∗

（０􀆰 ０２７１）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２８３）
０􀆰 ０３８９

（０􀆰 ０２６６）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２７７）

父（母）亲年龄的平方项
－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４）

父（母）亲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 ＝ 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 １１８０∗∗∗

（０􀆰 ０３２１）
０􀆰 ０９２８∗∗∗

（０􀆰 ０３３８）
０􀆰 １１９０∗∗∗

（０􀆰 ０３２０）
０􀆰 ０９３１∗∗∗

（０􀆰 ０３３８）

高中
０􀆰 １４９０∗∗∗

（０􀆰 ０３９１）
０􀆰 １２００∗∗∗

（０􀆰 ０４１３）
０􀆰 １５４０∗∗∗

（０􀆰 ０３９０）
０􀆰 １２４０∗∗∗

（０􀆰 ０４１２）

大专及以上
０􀆰 ２５２０∗

（０􀆰 １４７０）
０􀆰 ２５４０

（０􀆰 １５６０）
０􀆰 ２７８０∗∗

（０􀆰 １４００）
０􀆰 ２８１０∗

（０􀆰 １４９０）

祖父（母）是否在老家
－ ０􀆰 ２０３０∗∗∗

（０􀆰 ０３２４）
－ ０􀆰 １７７０∗∗∗

（０􀆰 ０３４５）
－ ０􀆰 ２０２０∗∗∗

（０􀆰 ０３２４）
－ ０􀆰 １７５０∗∗∗

（０􀆰 ０３４６）

户主的

流动

状况

户主户籍所在地

（参照组 ＝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 ０􀆰 ０３９４
（０􀆰 ０３６２）

－ ０􀆰 ０４２５
（０􀆰 ０３６２）

西部地区
－ ０􀆰 １１９０∗∗∗

（０􀆰 ０４４８）
－ ０􀆰 １２３０∗∗∗

（０􀆰 ０４４７）
户主 在 流 入 地 的 生 活

年限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０２８）
流入地（参照组 ＝上海市）

武汉市
０􀆰 ２５２０∗∗∗

（０􀆰 ０３９４）
０􀆰 ２５５０∗∗∗

（０􀆰 ０３９４）

沈阳市
－ ０􀆰 １９４０∗∗∗

（０􀆰 ０４９７）
－ ０􀆰 １９４０∗∗∗

（０􀆰 ０４９５）

福州市
０􀆰 ０９５１∗∗

（０􀆰 ０４０９）
０􀆰 ０９３６∗∗

（０􀆰 ０４０９）

西安市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４６４）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４６４）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１ 年第一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１）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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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影响因素的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分析

因变量参照组 ＝ 该子女留守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子女

个人

特征

子女性别（参照组 ＝ 男）

女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１７８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２３２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２１４

（０􀆰 ０２７０）

子女年龄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２９）
－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４２）
－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０４２）

子女接受教育适龄情况

（参照组 ＝ 学龄前子女）

小学适龄子女
－ ０􀆰 ０６４０∗∗

（０􀆰 ０３２４）
－ ０􀆰 ０８９４∗∗

（０􀆰 ０３７１）
－ ０􀆰 ０７７９∗∗

（０􀆰 ０３７２）

初中适龄子女
－ ０􀆰 ０８９４∗∗∗

（０􀆰 ０３４６）
－ ０􀆰 １５５０∗∗∗

（０􀆰 ０４７４）
－ ０􀆰 １４４０∗∗∗

（０􀆰 ０４８２）

父（母）亲
及家庭

特征

父（母）亲年龄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２３８）
－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２４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２４２）

－ ０􀆰 ０３６０
（０􀆰 ０２４６）

父（母）亲年龄的平方项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４）

父（母）亲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 ＝ 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 ０８０２∗

（０􀆰 ０４４０）
０􀆰 ０５５９

（０􀆰 ０４４４）
０􀆰 ０８０３∗

（０􀆰 ０４４０）
０􀆰 ０５７２

（０􀆰 ０４４５）

高中
０􀆰 ０９０６∗∗

（０􀆰 ０４３９）
０􀆰 ０５７１

（０􀆰 ０４６０）
０􀆰 ０９４８∗∗

（０􀆰 ０４３６）
０􀆰 ０６３１

（０􀆰 ０４５７）

大专及以上
０􀆰 １１６０∗∗

（０􀆰 ０５６５）
０􀆰 １０４０∗

（０􀆰 ０５７６）
０􀆰 １２２０∗∗

（０􀆰 ０５５４）
０􀆰 １１１０∗∗

（０􀆰 ０５６４）

祖父（母）是否在老家
－ ０􀆰 ０７７０∗∗∗

（０􀆰 ０２９２）
－ ０􀆰 １６４０∗∗∗

（０􀆰 ０３８７）
－ ０􀆰 ０７６５∗∗∗

（０􀆰 ０２９２）
－ ０􀆰 １６３０∗∗∗

（０􀆰 ０３８８）

户主的

流动

状况

户主户籍所在地

（参照组 ＝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３５９）

－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３５９）

西部地区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４６２）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４６３）

户主在流入地的生活年限
０􀆰 ０２０６∗∗∗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２０６∗∗∗

（０􀆰 ００２７）

流入地（参照组 ＝ 上海市）

武汉市
０􀆰 １１７０∗∗∗

（０􀆰 ０３６７）
０􀆰 １１４０∗∗∗

（０􀆰 ０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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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参照组 ＝ 该子女留守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户主的

流动

状况

沈阳市
－ ０􀆰 ０７５２
（０􀆰 ０７０１）

－ ０􀆰 ０７５１
（０􀆰 ０７００）

福州市
０􀆰 ０５８５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６１９

（０􀆰 ０４２４）

西安市
０􀆰 １２１０∗∗∗

（０􀆰 ０３９５）
０􀆰 １１９０∗∗∗

（０􀆰 ０３９６）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三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３） 数据计算得到。

首先， 随着年龄的增长， 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依旧呈下降趋势。 由表 ５ 中

模型三的回归结果可知， 年龄每增加一岁， 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会下降大约

１􀆰 ５９％ 。 此外， 农民工子女所处的学龄阶段及其就学问题， 依旧是影响他们能否随

迁的重要因素。 如表 ５ 中模型六的估计结果所示， 与学龄前的子女相比， 小学适龄

子女和初中适龄子女随迁的可能性均明显降低； 其中小学适龄子女随迁而非留守的

可能性大约要比学龄前子女下降 ７􀆰 ７９％ ， 初中适龄子女随迁而非留守的可能性大约

要比学龄前子女下降 １４􀆰 ４０％ 。 与此同时， 从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 子女的性别对

于其个人是随迁还是留守依旧是没有显著影响的。 也就是说， 从 ２０１０ 年的调查数据

中也没有发现农民工家庭在关于其子女是随迁还是留守的决策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偏

好。

其次，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 初中及高中学历的父 （母） 亲与小学及以下学历

的父 （母） 亲相比， 带子女随迁的差异变得不显著了； 而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父

（母） 亲带子女随迁的可能性则大约比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父 （母） 亲上升

１１􀆰 １０％ ， 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同时， 祖父 （母） 是否在老家对于农民工子女的随迁与否具有显著影响。 由表 ５

中的模型六可知， 老家有祖父 （母） 的农民工家庭， 其子女随迁而非留守的可能性会

下降大约 １６􀆰 ３０％ 。 也就是说， 若老家还有直系亲属可以对其加以照料， 那么农民工子

女留守的概率就会提高。

此外， 户主的户籍所在地类型对于其子女是随迁还是留守的影响， 在控制了其他

变量之后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但是， 随着农民工家庭的户主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

增长， 其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依旧会显著地增大。 从表 ５ 中模型六的估计结果可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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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户主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的生活年限每增加一年， 其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会上升大

约 ２􀆰 ０６％ 。

五　 主要结论和相关讨论

综上所述， 无论是针对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这两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混合横截面

数据所展开的分析， 还是分别就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这两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横截面

数据来单独加以考察， 综合前文中农民工子女随迁选择性及其影响因素的 ｄ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

分析的估计结果， 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 从农民工子女的个人特征来看， 随着农民工子女年龄的增长， 其跟随父母

迁移到城市的可能性是呈下降趋势的。 此外， 农民工家庭的子女所处的就学阶段， 是

该子女是否跟随父母到城市生活的重要影响因素， 学龄子女随迁而非留守的可能性会

明显低于学龄前子女， 且以初中适龄阶段的子女尤甚。 也就是说， 农民工子女在流入

地接受教育的问题依然存在， 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区域分割依旧是制约农民工子女随迁

到城市与父母一同生活的重要影响因素。 然而， 在研究中没有发现农民工群体在子女

随迁决策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 或者说， 性别因素对于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的影响

程度很小。
其次， 从对 ２００１ 年第一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数据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来看，

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和高中的农民工群体， 会更倾向于安排子女随迁。 相应地， 就 ２０１０
年第三轮 ＣＵＬＳ 数据样本的估计情况而言， 初中及高中学历的父 （母） 亲在受教育程

度方面的差异，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就不显著了； 而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父

（母） 亲带子女随迁的可能性则会显著提高。
同时， 从对混合横截面数据样本以及分别对两次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的估

计结果中也可以看出， 祖父 （母） 是否在老家对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具有显著影

响。 农民工家庭在面临是否带子女随迁的决策时， 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是若将子女留

在农村老家是否能有人照料。 而老家有祖父 （母）， 则意味着农民工子女若被留在

农村老家， 会有直系亲属可以对其加以照料； 因此， 农民工子女留守的可能性也会

相应地提高。
此外， 作为户主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的生活年限对于其子女的随迁与否也具有

显著影响。 从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样本的估计结果， 以及分别对第一轮

和第三轮 ＣＵＬＳ 数据样本所进行的回归分析中都可以看出， 随着农民工家庭的户主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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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居住时间的增长， 其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会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显然， 对于进城务

工的农民工群体而言， 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 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之后，
才更有条件安排子女随迁。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携子女随迁实现家庭化迁移的这一过程， 政府应当顺

应城市化进程的客观规律， 推动相关政策的实施来加快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

工家庭的全覆盖， 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就学问题的解决， 增进农民工家庭与

流入地城市社会融合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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